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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游客亲环境行为是旅游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但以红色旅游地为案例的研究较为鲜见。红

色旅游地开展的游客教育，除了主流的政党和国家认同教育以及革命精神传承教育——红色教育外，也必然涉及生

态文明方面的教育——环境教育，而后者的直接目标便是游客亲环境行为。文章选择湖南韶山风景名胜区这一经典

的红色旅游地为案例地，以 406 份样本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以游客红色教育感知和环境教育感知为自变量，亲环境

行为为因变量，地方依恋为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游客红色教育感知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且

受地方依恋部分中介影响，中介效应大于直接影响；游客环境教育感知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且自导式环境教

育感知比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更显成效。据此，该红色旅游地可通过理性的教育干预和感性的情感培育双重路径来

提升游客的亲环境行为，具体为：通过丰富红色教育，提升游客地方依恋情感；加强他导式环境教育，鼓励游客间

的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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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起源于江西省为发展省内旅游线路，将“红色”和“旅游”这两个概念相结合，提出“红色旅游”概念的具体实

践[1]，后《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纲要》[2]将其定义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

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

的主题性旅游活动”。红色旅游地的发展方式，一般是按照“红绿结合”，即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相结合的模式[3]，红色旅游发

展所依托的红色资源属于特殊的革命文物和革命文化遗产，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生性[4]；绿色资源属于大自然的自然资源、

生态景观，具有脆弱性。因此，对红色和绿色资源的双重保护是红色旅游景区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并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达到红

色旅游与文明生态的良性互动[5]。这一良性互动对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提出了迫切的现实要求。 

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PEB）是指有意识地将个人行为对自然世界和建成世界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的行

为[6]。在旅游研究中，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是游客在旅游地对广义的环境及环境要素所作出的亲善行为，包括保护性行为在内的共

情行为、尊重行为、学习行为、审美行为等高层次的游客文明旅游行为[7]。该行为近年来已成为旅游地理学、旅游管理学、环境

心理学等相关学界的研究热点，并且这一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渐成一个主流方向[8]。根据归因理论，游客亲环境行为不仅受个人

内在情感、道德的约束，而且受到外在压力、情境的影响，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基于内因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在驱动

因素的选取上，除传统偏重理性的因素如环境知识[9]、自我效能感知[10]、道德义务[11]、环境教育感知[7]、道德推脱[9]等因素外，

偏重感性的因素如地方依恋[12]、生态依恋[13]、旅游涉入[14]、自然共情[7]、主观幸福感[15]、心理距离[16]等纷纷被纳入为前因变量或

中介变量，表现出研究的“情理交融”趋势。 

尽管有关游客亲环境行为和环境教育的研究不断涌现，但相关研究的案例地多为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城市

一般历史文化街区等，学界鲜有以红色旅游地为案例地的研究报道。红色旅游地承载着对游客进行历史文化特别是红色文化教

育的主体功能，同时又具有审美熏陶、人文养成、环境教育等丰富的依附属教育功能[17]。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旅游地，红色旅游

地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有何特征？有哪些影响因素？影响机理如何？如何提升其亲环境行为？在旅游业加强旅游生态文明建设的

背景下，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和实践意义：一方面可拓展国内游客亲环境行为研究的案例地，揭示红色旅游地特

有的红色教育感知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另一方面为国内红色旅游地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引导和提升以及旅游地环境的

保护和改善提供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1 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1.1 红色教育感知 

红色旅游具有经济发展、游客教育、环境保护和扶贫等功能。其中，红色旅游地的游客教育有区别于其他类型旅游地的特

点，因为红色旅游系红色文化主题型旅游活动，故以红色教育为主，以环境教育等教育为辅。其中，红色教育作为红色旅游中

特有的游客教育，是一种以旅游活动为载体而对游客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对与红色旅游地有关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

革命精神等的展示、宣说和弘扬，也包括进行与之相联系的传统道德文明教育（人际道德）、现代生态生命德育（环境道德）[1]，

以便实现游客自身的和谐[17]、游客与他人的和谐[18]、人与自然的和谐[19]。这三个“和谐”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红色教育

感知——游客对景区内红色教育系统设置和运行效果的综合感知，这一系统包括导游员（全陪、地陪和讲解员）等自然人主导

的“他导式”红色教育子系统和景区解说牌、声光电系统等物化媒体所组成的“自导式”红色教育子系统
[2]
。 

值得强调的是，在红色旅游地，红色教育的主体、客体和媒体与环境教育具有时空上的同一性，内容上具有同时性或高度

关联性。“他导式”红色教育方面，如导游员在名人故居讲解红色故事时往往会顺带提醒游客不要触摸文物或践踏门槛以免造

成文物的损坏，或在讲解伟人穿着上面缝有许多补丁的衣服时，会结合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背景谈如何参与“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的建设。“自导式”红色教育方面，如“游伟人故里，做文明游客”“倡导文明旅游，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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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故里”“游山游水游天下，爱国爱家爱自然”等宣传标语均体现了两种教育在内容上的同步性。当游客真实、真切地感知

到这样兼有环境教育的红色教育时，可以唤起自身的积极情绪，增强政党认同、国家认同、伟人尊崇；同时，促进自身的思想

培养和社交行为
[20]

，并加强自身对红色旅游资源的认同感和保护意识，也会强化环境伦理、提升环境态度、提高实施环保行为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换言之，游客的红色教育感知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游客的亲环境行为。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红色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环境教育感知 

广义的游客环境教育感知是游客对导游员、景区管理经营人员、志愿者，甚至同行或其他游客等“他导式”环境教育干预

系统，以及环境解说牌、警示牌、多媒体展示系统、声光电播放系统等“自导式”环境教育教育干预系统的综合性感知[21]。从

教育目标上可以划分出三个层次：低层次是通过教育干预改善景区内游客的环境行为，中层次是通过媒体宣传引发游客对环境

问题的关注，高层次是通过价值观的输出来改变游客的态度
[22]
。游客对环境教育感知的获得和增强能有效提高环境教育系统的

运行效果，实现游客环境行为的改善、环境知识和环保技能的获取、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环境态度的改变、积极环境意愿的产

生等环境教育目标[21]。其中，游客对这一环境系统中的教育内容的感知直接决定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效果[23]。既包括生态知

识、生物多样性知识和环保技能的增加，也包括与亲环境行为相关的垃圾分类入箱、动植物保护、环保公益捐赠意愿产生等[21]，

即能一定程度上促进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产生。李文明、张宏等的研究表明，环境教育感知会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正向影响[24]。

黄涛等在对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环境教育系统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环境解说标识牌不仅传递了环境知识，而且提高了游客环境

意识，改善了游客的环境行为
[25]
。方远平等发现，游客行为的产生，不仅会受到外在环境干预和内在感知的影响，还会受到他

人行为的干涉。游客会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参考，进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修正[26]。显然，游客对这些来自景区“物化”的、自导

式环境教育系统和“人化”的、“他导式”环境教育的综合感知，促进了其亲环境行为的产生。 

管理人员、志愿者、导游或其他游客的行为干预，即广义的他导式环境教育系统，也将对游客的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影

响。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3 地方依恋 

段义孚最早地考虑到“地方感”在人们亲环境行为中的影响作用，并发现，那些拥有更高地方感的人通常也更愿意实践亲

环境的行为[27]。Kaltenborn 对挪威当地居民的环境保护行为进行研究时，首次提出了地方依恋感对于当地居民亲环境行为的促

进作用
[28]
。Vaske 等的研究又更进了一步

[29]
，采用 Williams 的二维划分量表

[30]
，以参加资源保护活动的青少年为对象，通过实

证的方法，证实了地方依恋对于亲环境行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红色旅游目的地的游客，很多具有较高的重游行为，他们对

于这些景点的情感涉入和满意度等情感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地方依恋的形成[31]。这种对红色文化承载地的功能依赖、对重要

革命人物的情感认同，又共同影响着游客的言行举止[12]。 

国内的唐文跃等较早对地方依恋与亲环境行为态度（资源保护态度）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以西递、宏村和南屏的当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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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象，研究发现地方依恋对于资源保护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2]。黄涛、张茜等在分别对北京国家公园游客、张家界游客

的亲环境行为研究中均发现，地方依恋不仅能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的产生，而且在游憩涉入、环境知识和亲环境行为之间都起

到了中介作用
[33-34]

。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4：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a：红色教育感知对地方依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b：地方依恋在红色教育感知和亲环境行为中起到中介的作用 

H6a：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对地方依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b：地方依恋在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和亲环境行为中起到中介的作用 

H7a：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对地方依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7b：地方依恋在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和亲环境行为中起到中介的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问卷设计 

本文的问卷设计共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测量游客的地方依恋情感，第二部分测量游客对景区内红色教育的感知，第三

部分测量游客的亲环境行为，第四部分测量游客对景区内环境教育的感知，该部分题项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对自导式和他导式两

种环境教育系统的感知。 

地方依恋测量量表参考 Williams[30]的二维划分法，将地方依恋划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但在问卷设计时并未

将这两个维度进行具体的划分，而是从两个维度各选取了 4 道题项，组成了地方依恋的测量量表。游客红色教育感知测量的量

表参考了李霞[17]提出的红色教育功能划分，她将红色教育的功能划分为“思想引导”“政治驾驭”“道德示范”“心理优

化”“审美熏陶”“违法教育”这六个主要维度，正式调研的问卷共 9 道题项。游客亲环境行为测量量表以 Halpenny[34]设计的

景区内游客亲环境行为测量量表为基础进行设计，并根据景区实际情况对题项的语言进行了修饰，使之更符合实际的情景。游

客环境教育感知量表参考李文明[35]所提出的环境教育系统的划分方法，从自导式环境教育系统和他导式环境教育系统两个角度

来进行问卷设计。自导式方面主要涉及景区内的环境解说标语和环保指示牌，他导式方面主要涉及工作人员和导游。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了湖南韶山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韶山景区”）作为调研地点。韶山是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故乡，如今

已经开发建设成为国家 AAAAA 级风景名胜区，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景区进入免费，部分景点收费，游客基本能够在一天时

间内游览完大部分景点。因此，为了了解游客在游览完景点之后的所思所为，我们的调研主要安排在下午和傍晚，地点主要在

毛泽东铜像广场、毛泽东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故居、毛氏宗祠等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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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样本均值和标准差 

 编码 题项 单项均值 标准差 总体均值 

 YL1 提起红色旅游，我首先想到湖南韶山 4.35 1.04 4.34 

 YL2 湖南韶山旅游景点比其他红色旅游景区更加具有优势 4.31 1.02  

地方依恋 
YL3 在韶山景区可以学到很多的革命精神和文化 4.56 0.86  

YL4 我对湖南韶山景点的喜欢程度胜过其他湖南景点 4.00 1.19  

 YL5 跟别人说起湖南时，我总会提起韶山 4.26 1.16  

 YL8 来湖南韶山景区游览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4.54 0.93  

 HJ2 
韶山景区内的展览和表演让我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的

理解和认同 
4.46 0.91 4.56 

 HJ3 韶山景区内的展览和表演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 4.60 0.81  

红色教育感知 
HJ4 

HJ5 

韶山景区内的展览和表演更加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思想 

韶山景区内的展览和表演让我学到了革命精神中艰苦奋斗、诚实守信、

无私奉献等精神 

4.57 

4.61 

0.81 

0.82 
 

 HJ7 韶山景区内的展览和表演也是一种高尚的艺术形式 4.55 0.82  

 QHJ3 我会告诉我的朋友不要在景区乱扔垃圾 4.38 0.97 4.15 

亲环境行为 
QHJ4 我会主动了解有关该景区的环境现状和问题 4.17 1.05  

QHJ5 为我会保护该景区环境而向相关政府部门或景区管理部门反映相关情况 4.24 0.98  

 QHJ6 我自愿加入保护该景区的志愿服务中，例如向清洁人员提供帮助 3.79 1.38  

 HJZ1 景区内设置了丰富多样的环保标识和环境解说牌 4.40 0.95 4.44 

环境教育（自导）感

知 

HJZ3 我从景区的环保标语、解说牌内学到了很多生态知识 4.37 0.97  

HJZ4 
景区内的环保标识环境解说牌等，不仅传播了环保知识，也传播了红色

文化 
4.55 0.82  

 HJZ5 我会严格遵循环保指示牌的建议，保护景区的资源 4.42 0.93  

 HJT1 导游或景区工作人员都积极引导我们保护环境 4.31 1.06 4.37 

环境教育（他导）感

知 
HJT2 导游或景区工作人员为保护环境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4.37 1.01  

 HJT3 导游或景区工作人员会积极阻止破坏环境的行为 4.43 0.95  

 

本文的调研共进行了 3次。第一次在 2018 年 3月份进行预调研，后两次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整理得到有效问

卷 406 份，有效率为 81.2%。 

2.3 样本描述 

406 份样本中，男性（52.7%）与女性（47.3%）的数量相近，基本保持均衡；年龄段以 16～45 岁的中青年为主（63.1%），

学历以初中（25.6%）和本科（33.5%）居多，整体学历较高，高中及以上占 54.4%。但整体收入水平不高，中等收入（36.9%）

和较低收入（36.7%）占据了 73.6%。根据李克特 5点量表计分规则[38]，题项均值达到 3.5～5分之间，便可认为拥有较高的认同

度。从问卷题项的均值和方差可以看出，被访问的游客拥有足够的地方依恋情感（均值 4.34），认为自己的环境行为很好地表现

出亲环境的特点（均值 4.145）。并且，他们对于景区内红色教育系统（均值 4.5658）、环境教育他导系统（均值 4.37）和环境

教育自导系统（均值 4.4435），都拥有较高的认同。进一步表明这部分游客适合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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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 

3.1 信效度检验 

本文数据的信效度分析结果见表 2。数据的信度检验利用 SPSS22.0 软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整体的克朗巴哈系数为

0.946,KMO 值为 0.942，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在 0.001 以下，且潜在变量各自的克朗巴哈系数都在 0.8以上，表明数据

拥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 

效度分析主要是构建探索性因子分析模型，其结果显示各题项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基本都在 0.7 以上，且都达到了 0.001 水

平的显著，表明各题项对潜变量都达到了较好的解释程度。同时，各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率都达到了 0.5 以上，可见数据的

整体效度合格。 

3.2 结构方程模型 

利用 Mplus7.4软件构建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其运行结果如图 1所示。 

该模型的卡方值为 495.218，自由度为 199，两者比值为 2.49，小于 3的标准；同时，该模型的RM-SEA 值和 SRMR 值分别为

0.061 和 0.035，小于0.08的标准，CFI 和 TLI分别为 0.954和 0.947，都达到了 0.9 的标准，因此该模型可以接受。 

表 2信度和效度分 

编码 
标准化回

归系数 
显著性 

组合 

信度 

平均方差

提取率 

克朗巴哈

系数 

YL1 0.74 0.00 0.91 0.61 0.91 

YL2 0.76 0.00    

YL3 0.78 0.00    

YL4 0.79 0.00    

YL5 0.81 0.00    

YL8 0.82 0.00    

HJ2 0.81 0.00 0.93 0.72 0.93 

HJ3 0.87 0.00    

HJ4 0.89 0.00    

HJ5 0.86 0.00    

HJ7 0.79 0.00    

QHJ3 0.77 0.00 0.84 0.57 0.83 

QHJ4 0.79 0.00    

QHJ5 0.76 0.00    

QHJ6 0.68 0.00    

HJZ1 0.78 0.00 0.88 0.66 0.88 

HJZ3 0.85 0.00    

HJZ4 0.84 0.00    

HJZ5 0.78 0.00    

HJT1 0.91 0.00 0.90 0.75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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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2 0.92 0.00    

HJT3 0.76 0.00    

 

 

图 1结构方模型图 

注：***表示 0.01水平下显著，**表示 0.05 水平下显著，虚线表示不显著 

同时，为更进一步验证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本文使用了 Bootstrap 设定了 1000 次迭代抽样的方式进行验证，其结果见表

3。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韶山景区游客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红色教育感知和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及地方依

恋情感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如下： 

表 3 Bootstrap 结果和置信区间表 

假设 路径 路径系数 
95%置信区间 

显著性 下 5% 上 5% 检验结果 

H1 亲环境行为 ← 红色教育 0.16 0.03 0.04 0.28 接受 

H2 亲环境行为 ← 自导式环境教育 0.20 0.02 0.07 0.34 接受 

H3 亲环境行为 ← 他导式环境教育 0.16 0.04 0.03 0.28 接受 

H4 亲环境行为 ← 地方依恋 0.38 0.00 0.27 0.50 接受 

H5a 地方依恋 ← 红色教育 0.64 0.00 0.57 0.72 接受 

H6a 地方依恋 ← 自导式环境教育 0.03 0.67 -0.10 0.16 拒绝 

H7a 地方依恋 ← 他导式环境教育 0.18 0.01 0.06 0.29 接受 

H5b 亲环境行为←地方依恋←红色教育 0.24 0.00 0.47 0.78 接受 

H6b 亲环境行为←地方依恋←自导式环境教育 0.01 0.82 -0.18 0.30 拒绝 

H7b 亲环境行为←地方依恋←他导式环境教育 0.07 0.15 -0.04 0.37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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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色教育感知（路径系数 0.16）、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路径系数 0.20）和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路径系数 0.16）均对

游客的亲环境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1、假设 H2 和假设 H3 均成立。其中，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的影响效果更为明

显。显示游客的红色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有直接正向效应，虽然在路径系数上略低于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但却与他导式环

境教育感知水平相当。 

调查发现，游客在接受红色教育所感知到的“守信”和“无私奉献”及“爱国热情”，具体到对自身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上，

表现为如对《韶山旅游文明公约》条款的信守、善意提醒或劝阻其他游客在景区内吸烟、将广义爱国中的“国”的尺度由宏观

的国土具体到更为微观的景区空间[36]。同时，本研究中，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和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均显示了对亲环境行为的

显著正向效应，这也验证了李文明等 2019 年在对江西鄱阳湖湿地公园中的观鸟旅游游客的类似研究[7]中，所提出的“环境教育

感知对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假设。但本研究中的路径系数（0.20 和 0.16，均值为 0.18）要大大低于前述研究中的

相应路径系数（前者均值为 0.36）。这一差异，可能与本研究中为红色旅游地，更重视红色教育，而前一研究为生态旅游地，更

重视环境教育这一偏重上的差异有关。 

(2)韶山景区内的红色教育感知（影响系数 0.64）和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路径系数 0.18）都能显著激发游客的地方依恋

情感，假设 H5a 和假设 H7a成立。同时，地方依恋（路径系数0.38）情感也能显著促进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产生，假设 H4成立。

显示红色教育感知是激发游客产生地方依恋的主要因素，其影响力明显高于他导式环境感知（前者的路径系数是后者的 3倍多），

也是间接促进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主要因素。 

游客对韶山景区的地方依恋的平均值为 4.34，此平均值虽不及红色旅游感知（4.56），但要高于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4.37）

和亲环境行为水平（4.15）。比较而言，地方依恋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在韶山景区可以学到很多的革命精神和文化”

（YL3,4.56），二是“来湖南韶山景区游览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YL8,4.54）。前者表征了游客对韶山景区作为红色教育地产

生了功能上的依赖，后者则表征了游客对韶山景区作为红色教育地产生了情感上的认同。 

(3)地方依恋在游客红色教育感知和亲环境行为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假设 H5b 成立（路径系数为 0.24）。同时，其中

介影响效果高于红色教育感知的直接影响效果（路径系数为 0.16），但低于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效果（路径系数为

0.38）。显示红色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较低，但经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影响得到了增强。显示地方依恋不仅可

以直接、明显地提高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水平，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红色教育感知影响亲环境行为的中间桥梁，即地方依恋对

亲环境行为的产生发挥了直接和间接的双重作用。 

(4)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对地方依恋没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仅为 0.03），假设 H6a 被拒绝；地方依恋在自导式

环境教育感知和亲环境行为之间没有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路径系数仅为 0.01），假设 H6b 被拒绝；地方依恋在他导式环境教育

感知和亲环境行为之间也没有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路径系数仅为 0.01），假设 H7b 被拒绝。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对地方依恋既

没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也不会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而对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一点比较好理解；然而，他导

式环境教育感知对地方依恋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 0.18），但却无法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而对亲环境行为产生

间接的影响。 

4.2 管理启示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韶山红色旅游地可通过感性的情感培育和理性的教育干预双重路径来提升游客的亲环境行为：具体

为通过丰富红色教育，提升游客地方依恋情感，和加强他导式环境教育，鼓励游客互相监督。 

(1)将红色教育和环境教育进行更深度的融合。深入挖掘红色教育内容中的环境教育内涵（如整理伟人毛泽东及其他与韶山

有关的革命人物在生态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思想和做法等），同时提升环境教育中的红色教育价值诉求（如爱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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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爱国主义的共生、生态文明与“两山理论”和政治文明的联系等），进一步激发游客的地方依恋情感，通过培育游客的地方

依恋感来使游客对旅游场所及环境产生由“恋”而“爱”而“护”的情感历程，即进行情感化的环境行为管治。 

(2)重点增强他导式环境教育系统对亲环境行为的激发功能。鼓励景区导游和管理人员更加积极地示范并推广亲环境行为，

给他们赋予一定的环境保护责任和游客环境行为监督权力。在景区内营造“全民参与”的亲环境的氛围，提倡游客间进行互相

的监督提醒。可开展“韶山荣誉游客”“‘红心绿行’游客”等的评比活动，通过一定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来激发游客的主

人翁意识，提高游客对他人环境问题行为干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4.3 不足与展望 

由于时间等原因，本论文尚存在如下的不足：一是本论文所采用的红色教育感知变量在国内外学界尚未发现有相关的测量

量表，属本论文提出的探索性量表，是结合本论文主要作者和其他研究者的相关前期成果而尝试编制的，在量表的合理性及效

度和信度方面可能还存在需进一步优化的地方；二是由于集中的问卷发放及现场访谈的时间主要在 8月中旬和毛泽东诞辰前后，

正值各级学校的暑假和元旦前夕，受访人员以学生或党员群众居多，其出行方式主要为单位或团队组织，地点主要集中在毛泽

东铜像广场和毛泽东同志故居，因此样本的代表性受了一定的影响。后续研究将抽样的时间扩展到一年的多个时段，除寒暑假

外，还选择其他诸如春节、中秋节等传统佳节期间，以增强问卷调查时序上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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